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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缓解了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吗？
——基于良种化水平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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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生猪种业面临“卡脖子”问题的背景下，探讨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效果及其影响生猪良种化的机

制黑箱，对缓解生猪种业困境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2007—2016 年全国 30 个省（区、

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生猪良种补贴对生猪种业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

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能够有效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且

影响效果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趋势。机制分析显示，生猪良种补贴政策通过提高良种技术服务水平和降

低良种技术交易成本提升生猪良种化水平，此外，生猪良种补贴政策能够降低疫病风险对良种化水平的负向影

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良种化程度更低、生猪出栏规模更高、中集约规模的地区，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政策

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应持续推进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多措并举优化生猪种业发展环境、并因地制宜推广良种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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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subsidy policy for improved pig varieties alleviate the “necklace” problem of pig seed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ed varie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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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ig seed industry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necklace” and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the subsidy policy for improved pig varieties and the mechanism black box that affects the improvement of 
improved pig varieties.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based on a balanced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districts, 
cities) from 2007 to 2016,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ig seed subsidies on pig seed industry 
by using multi-period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and verifies the mechanism by using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and 
regulatory effec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sidy policy for improved pig varietie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necklace” in pig seed industry, and the influence effect shows a dynamic trend of first rising and then 
falling.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d pig seed subsidy policy can improve the improved pig seed level 
by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service level and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improved pig seed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he improved pig seed subsidy policy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isease risk on the improved pig seed leve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pig improved variety subsidy policy is more obvious in areas 
with lower improved variety, higher pig slaughter scale and medium intensive scal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subsidy policy for improved pig seeds,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ig seed industry by taking various measures, and promoting improved seed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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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种源自给率的同时，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

需的自主优良品种成为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进程中亟

需关注的问题。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优良

品种的选育推广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一部

分。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多条推进瘦肉型猪本土化选

育、鼓励优良品种推广应用的政策文件。从生猪产

业来看，良种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对提高猪

的生产性能、猪肉品质以及引导生产转型均具有关

键影响 [1]。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生猪良种选育

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问题。一方面，我国地方优

良品种资源虽然丰富，但育种基础工作相对薄弱，

生猪育种陷入“引进 - 退化 - 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在上述背景下，种猪市场“以假乱真”的现象屡见

不鲜，劣质种猪泛滥。另一方面，我国生猪品种选

育改良研究相对滞后，良种推广进展缓慢，国内育

种工作者的科研成果难以广泛推广利用，陷入“审

定 - 获奖 - 退化 - 消失”的不良循环 [2]。上述因素共

同作用下，我国生猪种业发展逐渐陷入过度依赖育

种强国的被动局面，“卡脖子”问题愈发突出。在

上述背景下，探讨如何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不仅

有助于突破生猪种业瓶颈，也对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进而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为促进品种改良，提高优良种猪可获得性，财

政部与农业部于 2007 年联合发布《生猪良种补贴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旨在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生

猪良种化水平。从已有文献来看，有关生猪补贴政

策的研究多聚焦于生猪生产、养殖效率 [3-4]、稳定

猪价以及促进养殖规模化发展展开 [5]。而关于生猪

良种的研究则侧重于生物科学领域，学者们主要围

绕基因技术与繁殖性状展开 [6-8]。虽然有部分文献

关注到了生猪良种繁育体系，但研究内容聚焦于现

状与对策 [9]。鲜有研究讨论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与生

猪种业之间的关系。此外，现有关于生猪补贴政策

的研究大多将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归纳为规模养殖扶

持政策，忽略了其对生猪种业的影响，对政策的指

导作用模糊。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如下

两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微观与中观相结

合的角度，分析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影

响及其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政策实施效果在不

同良种化水平、生猪出栏规模和集约化程度的异质

性。二是在内容聚焦上，专注于探讨单一生猪良种

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具体影响，有助于揭示该政

策在生猪种业领域的独特作用机制，从而为政策制

定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影响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新

技术会通过特定传播渠道在采纳群体中扩散 [10]。理

论上，传播渠道和采纳主体是影响技术扩散的关键。

进一步地，采纳主体在决定采纳新技术时，其决策

受到风险感知的影响，这种影响进而作用于技术扩

散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构建本文理论框架，传播渠

道的效能、养殖场（户）的风险感知以及他们对新

技术的采纳意愿是影响生猪种业良种普及的三个关

键因素。一方面，农村普遍信息短缺，良种信息主

要通过市场传播，传播渠道受限，养殖场（户）获

取的信息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良种技

术的传播和应用。另一方面，养殖场（户）在做出

采纳新技术的决策时，往往遵循“有限理性”的原则，

即他们的决策不仅受到经济禀赋、社会规范的约束，

还受到疫病风险的直接影响。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最核心的功能在于直接降低

养殖场（户）的投入成本和获取良种信息的难度，

有效缓解疫病风险带来的经济压力，从而提高养殖

场（户）对良种技术的积极性，促进良种技术信息

的快速传播，确保新技术的广泛采用，进而推动生

猪良种化水平提升，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

H1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缓解生猪种业“卡

脖子”问题。

1.2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作用机制分析

1.2.1  良种技术服务水平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提

升良种技术服务水平，进而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

从而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根据农业推广

框架理论，农技推广服务系统由人员、机构及其外

部环境共同构成，是诱导农户行为改变的关键。在

此系统中，农技推广服务不仅是政府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的关键平台 [11]，也是农户获取新技术信息的主

要途径 [12]。其中，人员作为核心要素，承担着技

术传递、指导与实践的重任。然而，乡镇农技推广 
面临挑战 ：一方面，推广人员综合素质偏低，技术

理解受限 ；另一方面，农民知识匮乏，专业培训不

足 [13]。上述因素共同导致推广进展缓慢。畜牧站技

术推广人员作为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实践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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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术掌握程度、推广策略及服务能力对良种技术

的普及效果具有直接影响。鉴于农技推广工作的专

业性，亟需配备综合素质能力较强的人员参与。已

有研究表明，农技推广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知识

储备越多，其在指导和推广方面的工作能力也就越

强 [14]。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由省、市、县三级畜牧站

组织实施，涵盖技术培训、指导与推广。通过良种

技术培训，各级畜牧站专业技术人员在养殖技术上

的指导与推广能力得以提升，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养

殖场（户）引进良种。该政策明确补贴对象为采用

良种猪精液进行人工授精的母猪养殖场（户），相

较于自然交配，人工授精成本更低，且对优良种质

资源的利用更高效。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生猪

良种补贴政策通过提升畜牧站技术推广人员的技术

和服务水平，增强了养殖场（户）对优良品种的接

受程度，促进了优良品种成功推广和落地，进而提

高了生猪良种化水平，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

H2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提升良种技术服务

水平，进而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从而缓解生猪种

业“卡脖子”问题。

1.2.2  良种技术交易成本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降

低良种技术交易成本，进而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

从而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技术推广的最

终目标是推动养殖场（户）采纳新技术。根据计划

行为理论，个体行为决策受心理、社会文化 [15] 以

及宏观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16]。同时，农业推

广框架理论也强调，外部宏观环境对农户行为改变

具有显著诱导作用。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从两方面直

接影响养殖场（户）采纳良种技术 ：一方面，该政

策降低了养殖场（户）获取品种改良信息的难度 [1]。

良种补贴政策以其直接补贴农户采用良种和配套技

术的做法为显著特点，有效克服了信息短缺问题，

促进了相关技术信息的直接传播 [17]。为确保政策的

顺利实施，技术推广范围分层次逐步扩大，区域内

养殖场（户）获取信息变得更为便捷，这意味着生

猪良种补贴政策能够降低良种技术交易过程中技术

采纳的成本。另一方面，该政策为使用良种猪精液

的母猪养殖者提供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直接降低了

良种技术交易中的技术购置成本。这一措施极大地

激发了养殖场（户）选购和采用良种冻精的积极性，

加速了良种普及 [18]。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生猪

良种补贴政策通过降低良种技术交易成本，有效推

动了养殖场（户）采纳良种技术，从而促进了良种

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

H3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降低良种技术交易

成本，进而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从而缓解生猪种

业“卡脖子”问题。

1.2.3  疫病风险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减轻疫病风

险对良种化水平的负面影响，进而缓解生猪种业“卡

脖子”问题。农业经营主体的目标是在风险规避的

同时寻求盈利，生猪养殖主体同样追求在规避风险

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 [19-20]。然而，疫病风险直接

威胁生猪生产，导致生猪因病致死或被扑杀，给养

殖场（户）带来严重经济损失 [21-22]，进而挫伤其良

种补栏和优质猪肉生产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政

策支持可以显著影响养殖场（户）实施全面质量控

制行为的意愿 [23]，调动其补栏积极性，从而保障优

良生猪的供应。进一步分析，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

以直接降低养殖场（户）的投入成本，进而起到对

重大风险的缓冲作用。以疫病风险为例，该政策通

过弥补生猪大面积死亡、扑杀和价格剧烈波动带来

的收入损失，本质上缓解了疫病风险对养殖场（户）

经济造成的冲击。这使得养殖场（户）在面临相同

市场条件时，更有可能维持原有的产量水平，甚至

增加产量。此外，在引进良种猪的同时，养殖场（户）

也会学习和采纳与之配套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方法。

这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不仅可以提高生猪的健康

水平和生产性能，还能增强养殖场（户）的疾病防

控能力，进一步降低疫病暴发的风险。由此可见，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有助于减轻疫病风险对良种化水

平的抑制作用，进而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

H4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以减轻疫病风险对良

种化水平的负面影响，进而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

问题。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回归模型设定

2.1.1  基准回归模型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自 2007 年

正式颁布试行起，在样本期内分层次逐步推进且样

本中有 4 个省始终处于未实施补贴的状态，这样的

数据结构使得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

并对它的实施效果进行估计。因此，本文借鉴张

琛等 [24] 的研究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探究生 
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

如下 ： 

0 1 2DIDit it it i itY Xα α α θ ε= + + + + （1）

式中 ：Yit 为 i 省在 t 年的良种化水平 ；DIDit 表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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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i 省是否实施了“生猪良种补贴政策”，若实施了

则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 ；Xit 是一系列可能会影响

生猪种业发展的控制变量 ；θi 为地区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干扰项 ；α0 是常数项 ；α1 和 α2 是待估系数，

其中，α1 是核心解释变量（DID）的系数，其显著

性与系数大小将反映生猪良种补贴这一政策冲击对

生猪种业的影响。

2.1.2  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

假设是，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中被解释

变量的变化趋势应当无显著差异。若不满足这一假

设，观察到的被解释变量变化可能并非由政策引起，

而可能是两组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所致。因此，为了

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在基准模型的基础

上检验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良种化水平在生猪良种补

贴政策实施前是否具有平行趋势。借鉴何汶峰等 [25]

的做法，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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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β-τ 表示处理之前的 τ 期产生的影响 ；β+τ 表示

处理之后 τ 期产生的影响 ；β 表示处理当期的影响。

当 i 省在 t 年处于政策前 τ 期时，DIDi, t-τ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DIDi, t 和 DIDi, t+τ 以此类推。β0 是常

数项 ；β1 是待估计系数 ；n 和 m 分别为处理之前与

处理之后的上限值 ；其他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

2.1.3  机制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探究生猪良种补贴政

策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的影响路径，并且

避免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本文借鉴江艇 [26] 关于

机制分析的建议和做法，构建具体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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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it 为中介变量，分别代表良种技术服务水

平和良种技术交易成本 ；Eit 为疫病风险，交乘项

DIDit×Eit 的系数 δ2 度量了疫病风险在生猪良种补贴

政策与良种化水平之间的调节效应 ；γ0 和 δ0 是常数

项 ；γ1、γ2、δ1、δ3、δ4 是待估计系数 ；其他变量含

义与式（1）保持一致。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良种化水

平。参考以往研究，良种化可以体现在生产性能（初

生重、生长速度以及屠宰率等）[27]、生产水平（母

猪年平均产仔量）[16] 和市场供给能力三个方面。生

产性能和生产水平的变化，通常是长时间、阶段性

研究的结果，很难在短时间内显著体现，且这些变

化最终都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到市场供给能力上。鉴

于上述情况，本文使用种猪场与种公猪站的年末存

栏数量作为良种化水平的度量指标。该指标不仅能

直接反映我国优良种猪的数量，还能间接体现生猪

育种工作以及推广技术的成效，因此，它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是否得

到缓解的依据。良种化水平越高，生猪种业瓶颈问

题的缓解效果越好。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

实施了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使用分组虚拟变量和

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政策虚拟变量。若 i 省

在 t 年实施了政策则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 ；若其系

数 α1>0 则说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提高了生猪良种化

水平，反之则说明降低。

2.2.3  机制变量  为了研究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缓解生

猪种业瓶颈的作用路径，基于研究假设，本研究引

入良种技术服务水平和良种技术交易成本作为中介

变量，引入疫病风险作为调节变量。具体的指标选

取方法如下 ：首先，已有研究表明，专业人员受教

育程度越高，知识储备越丰富，其相应工作能力也

就越强 [28]。因此，本文采用专业人员素养作为衡量

良种技术服务水平的指标，具体计算方式为各省畜

牧站在编干部职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数量。其

次，畜牧站作为政府主导的技术推广节点，主要职

责为良种和技术推广，可通过服务降低技术转化过

程中的隐性交易成本。因此，本文采用各省畜牧站

数量作为衡量良种技术交易成本的指标，畜牧站数

量越多，良种技术交易成本越低，反之亦然。最后，

参考黄炳凯和耿献辉 [29] 的研究，采用各省生猪疫

病死亡数与发病数之比衡量疫病风险。

2.2.4  控制变量  考虑到生猪种业发展受经济社会中

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

文借鉴已有研究 [30]，选择如下控制变量：生猪产值、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疫病程度、交通条件、规模化

水平、产学研合作强度、集约化程度和市场规模。

变量具体含义和统计情况见表 1。

2.3  样本与数据来源

鉴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于 2007 年 8 月 14 日在

中央正式颁布试行，省级登记通知在 10 月及以后

陆续颁布，本文设定第一批 23 个试点省份的政策

效 果 显 现 于 2008 年。 同 理，2009 年 10 月 12 日，

农业部与财政部正式颁布的《2009 年畜牧良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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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指导意见》推动了第二批 3 个新增试点省

份的实施，同样考虑到地方登记、统计、上报的时间，

本文设定样本省份的政策效果显现于 2010 年。

考虑到政策混淆的限制以及为确保数据的完整

性，本文选择 2007—2016 年中国 30 个省（区、市）

的平衡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

自 2017 年起，农业部将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与生猪

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相结合，在生猪养殖大县实施生

猪良种补贴，这导致两项政策产生重叠效应，难以

明确区分并单独评估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良种化的

具体影响，因此本文仅采用了 2007 年至 2016 年的

数据。另一方面，由于西藏与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严

重缺失，本文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仅选取了除其

之外的 30 个省（区、市）的数据。2007—2016 年

各批次生猪良种补贴政策试行省份名单源于农业农

村部官方网站。用于进行回归的其他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

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布瑞克数据库。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影响

表 2 汇报了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影响生猪种业的

多期双重差分结果。由表 2 中加入控制变量组可知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回归系数为 0.621 且在 1% 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与政策实施前相比，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实施使得生猪良种化水平提升

了 62.1%。正如前文分析所言，良种化水平的提升

不仅意味着优良种猪数量的增加，更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生猪种业在育种、繁育和推广工作方面的显

著成效。而长期困扰生猪种业的“卡脖子”问题，

其内在原因主要就是育种效率低，繁育、推广衔接

不紧密 [31]。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实施，通过显著提

升良种化水平，为有效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

题提供了支持。因此假说 H1 得证。另外，随着控

制变量的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数值也随之增大，

说明控制变量的加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且控制

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一方面，育种人

员结构层次、交通条件以及规模化水平对良种化水

平存在显著影响，且估计系数为正，说明这些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猪良种化水平的提升。具体

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育种人员往往对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越好，因此，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的调整能够增强生猪育种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

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降低种猪运输成本 ；规模养

殖有能力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和引进，并通

常实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以确保生猪生长环境

符合科学要求，从而为良种选育提供良好条件。另

一方面，疫病程度和生猪需求对良种化水平呈现显

著负向影响。其一，疫病风险会导致生猪因病致死

或被扑杀，其中就包括种猪，种猪的死亡将直接导

致良种选育种群数量减少。同时，疫病暴发还会挫

伤养殖场（户）进行良种补栏和优质猪肉生产积极

性，从而使得整体良种化水平降低。其二，生猪需

求系数虽然为负但很小，仅为 0.1%，可能意味着市

场对生猪品种和品质的变化不太敏感，导致养殖场

（户）在良种选育方面投入不足。此外，生猪产值、

产学研合作强度和集约化程度对良种化水平的影响

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生猪产值和集

约化程度并不能直接影响良种化水平。其二，产学

研合作对良种化水平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

期才能看到结果。

表 1　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良种化水平 种猪场与种公猪站年末存栏数之和的对数 12.80 1.29

核心解释变量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分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0.76 0.43

控制变量

生猪产值 / 亿元 生猪养殖的产值 387.00 319.10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 家畜繁育改良站人员本科及以上占比 0.29 0.17

疫病程度 /% 年生猪疫病死亡数除以年生猪疫病发病数 0.22 0.21

交通条件 / 万 km 各省公路总里程 13.66 7.25

规模化水平 /% 除散户以外的养殖数量除以总养殖数量 0.45 0.29

产学研合作强度 /% 各地区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中研究机构和企业支出占比 0.57 0.16

集约化程度 / 个 生猪养殖行业内注册资金在百万以上的在业企业数 1 756.12 2 161.51

市场规模 / 万人 各地区人口数量 4 465.93 2 675.80

机制变量

良种技术服务水平 / 人 各省畜牧站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人才数量 579.60 368.00

良种技术交易成本 / 个 各省畜牧站数量 122.30 76.00

疫病风险 /% 各省年生猪疫病死亡数除以年生猪疫病发病数 0.2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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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良种化水平

未加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1.127***（＜ 0.001） 0.621***（＜ 0.001）

生猪产值 -0.000（0.419）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0.641***（0.001）

疫病程度 -0.364***（0.008）

交通条件 0.137***（＜ 0.001）

规模化水平 1.098***（＜ 0.001）

产学研合作强度 -0.143（0.386）

集约化程度 -0.000（0.145）

市场规模 -0.001***（0.001）

Cons 11.944***（＜ 0.001）13.386***（＜ 0.001）

R2 0.417 0.592

　　注：括号内为普通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3.2  平行趋势检验

图 1 绘制了 95% 置信区间下各年系数的估计

结果，可以发现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回归系数均不

显著，说明本文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能够

很好地将政策效果与除了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之外的

因素分离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同时，本文借鉴

尹志超和吴子硕 [32] 的研究，将政策实施时间超过 5
年的样本统一归并到政策实施后第 5 年，记为“政

策实施后第 5 年”。由图 1 可知，在政策实施当年

以及政策实施后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第 4 年、

第 5 年，该政策实施对生猪良种化水平均有显著正

向影响，但是从政策实施的第 4 年开始系数略有下

降。可能的原因是，直接补贴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时

间内提高养殖场（户）生产积极性 [33]，但这种激励

作用可能存在一定时效性，随着政策的持续实施，

养殖场（户）对于补贴的预期逐渐稳定，其边际激

励效应可能会逐渐减弱。

3.3  安慰剂检验 

为了证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并非偶然，本文采取

置换检验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如下 ：

首先，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省）内随机生成政策

冲击 ；其次，重新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得出良种化

水平的估计系数 ；最后，将上述操作重复 500 次，

进而得到 500 个估计系数的分布图。

由图 2 可知，经过随机处理后，随机化的核密

度系数集中分布于 0 附近，显著偏离＜真实值，并

且 P 值普遍大于 0.1（在 10% 水平上不显著）。与

此相对，实际的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估计值为 0.621，

并且在统计上显著地区别于随机模拟的结果。这表

明，本文基准结论非随机发生，基准回归结果保持

稳健。

3.4  稳健性检验

3.4.1  排除干扰因素  在本文样本期内可能存在对生

猪良种化水平产生冲击的干扰因素，导致估计结果

具有一定的偏误。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

文针对这些潜在干扰因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第一，控制“环保法”政策实施的影响。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正式实施标

志着生猪养殖行业进入环保严格监管期。由于环保

要求的提高，生猪养殖成本增加，部分养殖场（户）

因此被迫关闭或搬迁，可能间接对生猪良种化水平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Fig. 1　Parallel tren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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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一干扰，本文基于新版“环

保法”颁布时间设置虚拟变量，纳入模型，重新回

归，回归结果如表 3（1）列所示。表 3（1）列表明，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的基准结果

依然保持稳健。

第二，控制“猪肉收储”政策实施的影响。

2009 年，为稳定猪价保障供给，中央政府启动了猪

肉收储政策，这一政策通过影响生猪养殖成本，可

能间接对生猪良种化水平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一

干扰，本文基于“猪肉收储”颁布时间设置虚拟变量，

纳入模型，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2）列所示。

表 3（2）列表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提高生猪良种

化水平的基准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第三，控制口蹄疫的影响。2010 年和 2013 年

是口蹄疫疫情的高发年，大量生猪因疫情死亡或被

扑杀，对生猪供应造成了影响，这可能间接影响生

猪良种化水平。为了排除这一干扰，本文基于口蹄

疫暴发时间设置虚拟变量，纳入模型，重新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3（3）列所示。表 3（3）列表明，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的基准结果

依然保持稳健。

第四，同时控制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进一

步地，本文同时控制“环保法”“猪肉收储”和口

蹄疫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3（4）列所示。表 3（4）

列的结果表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提高生猪良种化

水平的基准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表 3　控制干扰因素影响的估计结果
Table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e of control interference factors

变量
控制环保法影响 控制猪肉收储影响 控制口蹄疫影响 控制三种因素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0.585***（＜ 0.001） 0.545***（＜ 0.001） 0.604***（＜ 0.001） 0.527***（＜ 0.001）

环保法 -0.144**（0.031） -0.101（0.184）

猪肉收储 0.290***（0.001） 0.263***（0.003）

口蹄疫 0.082（0.131） 0.004（0.952）

生猪产值 -0.000（0.314） -0.000（0.969） -0.000（0.599） -0.000（0.820）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0.731***（＜ 0.001） 0.498***（0.009） 0.636***（0.001） 0.574***（0.004）

疫病程度 -0.386***（0.005） -0.315**（0.019） -0.389***（0.005） -0.336**（0.013）

交通条件 0.147***（＜ 0.001） 0.115***（＜ 0.001） 0.136***（＜ 0.001） 0.125***（＜ 0.001）

规模化水平 1.153***（＜ 0.001） 0.697**（0.018） 1.067***（＜ 0.001） 0.771***（0.010）

产学研合作强度 -0.110（0.501） -0.185（0.251） -0.140（0.392） -0.159（0.329）

集约化程度 -0.000（0.530） -0.000（0.180） -0.000（0.143） -0.000（0.466）

市场规模 -0.001***（0.002） -0.001***（＜ 0.001） -0.001***（0.001） -0.001***（0.001）

Cons 12.859***（＜ 0.001） 13.855***（＜ 0.001） 13.332***（＜ 0.001） 13.442***（＜ 0.001）

R2 0.539 0.551 0.535 0.552

图 2　安慰剂检验
Fig. 2　Placebo test

注 ：实线是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圆点线是系数对应的 P 值，右侧垂直虚线是双重差分模型真实估计值 0.621，水平虚线是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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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为避免极端值对基准回

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截尾 1% 后，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1）列所示。回归结果

表明，剔除极端值后，系数估计值依旧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基准结果保持稳健。

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缩尾处理 替换被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0.606***（＜ 0.001） 2.428***（＜ 0.001）

生猪产值 -0.000（0.478） -0.001（0.559）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0.519***（0.005） 0.270（0.722）

疫病程度 -0.306**（0.020） 0.142（0.794）

交通条件 0.138***（＜ 0.001） 0.115（0.209）

规模化水平 1.123***（＜ 0.001） 4.076***（＜ 0.001）

产学研合作强度 -0.217（0.173） 0.869（0.189）

集约化程度 -0.000（0.115） -0.000（0.607）

市场规模 -0.001***（＜ 0.001） 0.001（0.250）

Cons 13.359***（＜ 0.001） -6.621*（0.065）

R2 0.598 0.482

3.4.3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的有

效性，同时也为验证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潜在

良种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更换。

具体用种公猪站精液数代替种猪场与种公猪站年末

存栏数量，这是因为种公猪站精液数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猪人工授精技术的水平，可以用来表示生猪

种业良种化发展水平。基于此，运用基准回归模型

对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作用效果进行回归，结果表明，

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系数估计值依旧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基准结果保持稳健。

3.5  机制分析

3.5.1  良种技术服务水平与良种技术交易成本机制  

本部分聚焦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内在作

用机制的影响。如前文理论分析所示，生猪良种补

贴政策有助于提高良种技术服务水平和降低良种技

术交易成本，进而提升生猪良种化水平，从而缓解

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为了验证以上机制，本

文分别选取专业人员素养和畜牧站数量作为良种技

术服务水平和良种技术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进行实

证检验，结果见表 5 列（1）-（2）。结果显示，生

猪良种补贴政策对两者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高学历专业人员平

均增加 61.489 人、畜牧站数量平均增长 29.600 个，

且分别在 1% 和 5% 的水平下显著。从理论与现实

来看，一方面，高学历专业人员增加，良种技术服

务的质量与效率得以提升 ；另一方面，畜牧站数量

增多，有效降低了良种技术交易过程中的技术采纳

成本和技术购置成本，两者都促进了良种技术的普

及和采纳，进而提高生猪良种化水平，缓解生猪种

业瓶颈问题。综上所述，假说 H2、H3 得到验证。

3.5.2  疫病风险调节效应  为检验疫病风险在生猪良

种补贴政策对生猪种业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本

文将疫病程度作为机制变量纳入回归，结果如表 5
列（3）所示。可以发现，疫病风险系数为负，而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与疫病风险交互项的系数为正，

且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疫病风

险显著降低了良种化水平，而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可

以降低疫病风险对良种化水平的负向作用，进而缓

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假说 H4 得以验证。

3.6  异质性分析

3.6.1  良种化程度异质性  为探讨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对生猪种业的影响是否因良种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

异质性，本文基于分位数回归，分别在 20%、40%、

表 5　机制分析
Table 5　Mechanism analysis

变量
良种技术服务水平 良种技术交易成本 良种化水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61.489**（0.024） 29.600***（＜ 0.001） 0.353***（0.002）

疫病风险 -3.874（0.750） 1.602（0.965） -1.385***（＜ 0.001）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 疫病风险 1.297***（＜ 0.001）

生猪产值 0.007（0.947） -0.033（0.315） -0.000（0.555）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235.892***（＜ 0.001） 29.610*（0.081） 0.641***（0.001）

交通条件 -0.625（0.918） -4.793**（0.019） 0.135***（＜ 0.001）

规模化水平 256.433***（0.001） 0.139（0.333） 0.890***（0.001）

产学研合作强度 -104.984**（0.018） -36.349**（0.013） -0.198（0.211）

集约化程度 0.008（0.138） -0.002（0.367） -0.000（0.210）

市场规模 0.081（0.150） -0.090***（＜ 0.001） -0.001***（0.002）

Cons 37.664（0.876） 596.734***（＜ 0.001） 13.229***（＜ 0.001）

R2 0.319 0.138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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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 和 80% 分位数水平上，检验这种差异，

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实证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分

位数水平上，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正，说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不同良种化程度的

地区均具备提高其良种化水平的作用。从系数的具

体数值来看，在从低到高的分位数水平上，生猪良

种补贴政策的估计系数依次为 0.975、0.605、0.554、

0.603 和 0.723，说明随着良种化程度的提高，生猪

良种补贴政策提升良种化水平的作用效果整体呈现

出先降低后增高的趋势。

为进一步探究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不同良种化

程度地区生猪种业的作用效果，本文将 20%~80%
分位数回归的系数绘制成折线图（见图 3），图中实

线为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系数，阴影部分为系数的

置信区间。图 3 显示，随着良种化程度的提高，生

猪良种补贴政策对不同地区良种化水平的作用效果

整体呈现波动性降低的特征，说明该政策对低良种

化程度的地区作用效果更显著，有助于缩小高低良

种化地区间的差异。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低良种化

程度的地区基础较差，生猪品种改良空间较大，生

猪良种补贴政策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培训、指导以

及推广，帮助养殖户引进优质种猪精液，加速良种

采用和普及，从而在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上取得更明显的成效。该政策的实施将资金和技术

等生产要素向这些地区倾斜后，更有利于缩小高低

良种化地区的差距，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3.6.2  生猪出栏异质性  为探讨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

生猪种业的影响是否因生猪出栏规模不同而呈现

出异质性，本文按不同地区生猪出栏规模情况，将

样本均分为低出栏组（生猪年均出栏低于 1 000 万

头）、中出栏组（生猪年均出栏处于 1 000~3 000 万

头）和高出栏组（生猪年均出栏高于 3 000 万头），

分别纳入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实证结果显示，

表 6　良种化水平异质性
Table 6　Heterogeneity of improved variety level

变量
良种化水平

20% 分位数 40% 分位数 50% 分位数 60% 分位数 80% 分位数

生猪良种化补贴 0.975***（0.001） 0.605***（＜ 0.001） 0.554***（＜ 0.001） 0.603***（＜ 0.001） 0.723***（＜ 0.0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10.022***（＜ 0.001） 10.876***（＜ 0.001） 10.814***（＜ 0.001） 10.955***（＜ 0.001） 11.151***（＜ 0.001）

　　注 ：括号内为 Bootstrap 抽样标准误。

表 7　生猪出栏异质性
Table 7　Heterogeneity of slaughter of pigs

变量
良种化水平

低出栏量 中出栏量 高出栏量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0.540***（0.005） 0.443***（0.010） 0.827***（＜ 0.001）

生猪产值 -0.004 （0.464） -0.001（0.138） 0.000（0.751）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0.990*** （0.004） 0.167（0.530） 0.835（0.249）

疫病程度 -0.585**（0.045） -0.052（0.761） -0.995***（0.005）

交通条件 0.232**（0.027） 0.218***（＜ 0.001） 0.121***（＜ 0.001）

规模化水平 1.948***（0.002） 1.813***（＜ 0.001） -0.346（0.583）

产学研合作强度 -0.043（0.879） -0.382（0.242） -0.380（0.186）

集约化程度 -0.000（0.337） -0.000（0.135） -0.000（0.372）

市场规模 -0.002***（0.007） -0.002***（＜ 0.001） -0.000（0.644）

Cons 11.910***（＜ 0.001） 19.087***（＜ 0.001） 11.609***（＜ 0.001）

R2 0.551 0.702 0.698

图 3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不同良种化程度地区作用效果
Fig. 3　Effect of subsidy policy for improved pig varieties 

on different areas with improved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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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生猪出栏规模上，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但高出栏规模地区的估计系数显著大

于中低出栏规模地区，说明与中低出栏规模地区相

比，该政策更能提升高出栏规模地区的良种化水平。

可能的原因在于，高出栏规模地区往往拥有更为先

进的养殖技术、更完善的养殖设施和更丰富的管理

经验。这些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在获得良种补贴后，

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快速引进并培育优良

品种，有效遏制“引进 - 退化 - 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从而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3.6.3  集约化程度异质性  产业内企业规模是决定产

业集中度的重要因素。为探讨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对生猪种业的影响是否因集约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

异质性，本文基于企查猫数据库中注册资金超百万

的生猪养殖在业企业数量，将样本均分为低规模

组（规模企业数量少于 1 000 家）、中规模组（规模

企业数量介于 1 000~2 000 家）和高规模组（规模

企业数量超过 2 000 家），分别检验生猪良种补贴

政策在不同集约化程度地区对良种化水平提升效果

的异质性，实证结果如表 8 所示。结果显示，在不

同集约化程度的地区，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说明该政策对不同集约化程度的地区均

具有提升其良种化水平的作用。从系数的具体数值

来看，低规模组、中规模组、高规模组的系数依次

为 0.577、0.715 和 0.647，呈现出先增高后降低的趋

势。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集约规模地区可能正处于

一个管理效率、资源利用和技术采纳的“黄金点”。

在这个阶段，企业既能够充分利用补贴政策带来的

资源，又未因规模过大而面临管理复杂性和成本上

升的问题，良种化水平提升效果反而最好，进而在

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上取得的成效也更 
明显。

表 8　集约化程度异质性
Table 8　Heterogeneity of intensive degree

变量
良种化水平

低规模组 中规模组 高规模组

生猪良种补贴政策 0.577**（0.012） 0.715***（＜ 0.001） 0.647***（＜ 0.001）

生猪产值 -0.003（0.211） 0.001（0.272） -0.001 （0.139）

育种人员结构层次 1.002***（0.004） -0.057（0.844） 0.233（0.642）

疫病程度 -0.677**（0.034） -0.054（0.810） -0.075（0.698）

交通条件 0.254***（0.004） 0.200***（0.001） 0.107***（＜ 0.001）

规模化水平 1.853***（0.008） 0.549（0.238） 0.850**（0.038）

产学研合作强度 -0.298（0.304） -0.243（0.470） -0.052（0.861）

市场规模 -0.001**（0.020） -0.001***（0.001） -0.001（0.147）

Cons 11.452***（＜ 0.001） 13.583***（＜ 0.001） 14.631***（＜ 0.001）

R2 0.553 0.723 0.655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

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基于全国 30 个省（区、市）

2007—2016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猪良种补

贴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影响，并检验了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如下 ：

1）基准结果表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通过显

著提升良种化水平，可以缓解生猪种业瓶颈问题。

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2）平行趋势检验表明，随着生猪良种补贴政

策实施时间的推移，该政策对良种化水平的影响系

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生猪良种

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并非固定，而是具有“动态效

应”。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

持续推行，补贴金额保持不变，养殖场（户）对补

贴的预期逐渐趋于稳定，其边际激励效应逐渐减弱。

3）机制检验表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通过提

高良种技术服务水平、降低良种技术交易成本、缓

解疫病风险对良种化的负面影响，提升生猪良种化

水平，进而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4）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不同良种化水平、

生猪出栏规模、集约化程度的地区，生猪良种补贴

政策对生猪种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良种化水平

更低、生猪出栏规模更高、中集约规模的地区，生

猪良种补贴政策缓解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的效

果更好。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持续优化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确保其准确

高效。鉴于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影响系数随时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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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政府应定期评估补贴

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据此动态调整补贴力度。同时，

除直接补贴外，还可以与其他形式的补贴方式配套

实施，如提供种猪保险、贷款贴息等，以多元化的

补贴方式满足养殖场（户）的不同需求，提高补贴

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2）强化生猪良种补贴政策的技术与服务支持。

首先，增加对良种技术服务机构的财政支持，提升

其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确保养殖场（户）能够获

得高质量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其次，在补贴资金中

设立专项用于技术服务和疫病防控的经费，鼓励养

殖场（户）采用先进的育种技术和养殖模式，同时

加强疫病监测和防控工作。最后，定期组织技术培

训活动，提高养殖场（户）对良种选育和养殖技术

的认识和应用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补贴政策

提升养殖效益。

3）因地制宜推广良种技术。一方面，生猪良

种补贴项目实施的各省份应该因地制宜，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积极推广相关良种技术。另一方面，政

策应向低良种化程度的地区倾斜，加强农技推广服

务体系的建设，改善交易环境，以促进良种技术的

普及和应用，缩小地区间良种化水平差异，加速优

良基因传递，缓解我国生猪种业“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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